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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边文教材
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励 轩

［摘要］教科书是链接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纽带，是塑造共同认同的有力工具。
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文教材的编译与使用，希冀借此推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建

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设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了一套《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
语文常识课本》，试图分别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
进行塑造。边文教材的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编译教材内容，
同时非常注重在编译中加入乡土元素，也很注意内外有别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藏族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编译边文教材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国家认同
建设的重要工程，但由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加之国民党深陷内战，无暇顾及边疆教

育等客观因素，该套教材最终并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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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
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
国家 /民族意识 (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形成的
关键。［1］教科书则是印刷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作为链接国家、知识精英及社会
大众的纽带，教科书对塑造国民的国家观、民族
观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利用国民教
育通过教科书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洗礼，可以最

为有效地动员社会大众，并最终形成一致化的

国家观、民族观。学界早就认识到清末民国时
期教科书对形成与巩固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作

用，并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①但以往的成果主

要依赖汉文教材和材料进行研究，而对于供少

数民族学生使用的边疆民族语文教材 ( 边文教

材) 内容几乎没有涉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可能是清末民国时期编译的边文教材本就稀

少，流传下来的就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学界研究当时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意

识的塑造。本文以笔者收藏的一套极为稀缺的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②为中
心，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利用边文教材促进

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形成，从而弥补以往相关

研究未能对边文教材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不

足。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文章展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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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通过边文教材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
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以使他们成为具有中华

民族自觉意识的现代国民。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文教材编译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边文教材编译的具体规

划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0 年教育部公布的《实施
蒙藏教育计划》。根据该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教
育部会根据三民主义原则，按照蒙藏各自的情

形，编印蒙藏文和藏汉文合璧的各级学校教科

书以及其他辅助性的民众读物。具体办法有三
条:“甲、由教育部编审处聘请精通汉蒙文和汉
藏文而又熟悉蒙藏情形的人员，以内地中小学

现用的教材为蓝本，积极编译蒙藏中等以下学

校的课本和补充读物;乙、由教育部奖励编译蒙
藏文中小学应用的教材和民众读物，送部审定;

丙、教育部译印的和审定的中小学教材及民众
读物，应设法鼓励书店印行。”［2］

从 1932 年起，教育部陆续编印边文教材，
至 1935 年完成汉蒙、汉藏、汉回合璧小学国语
课本各 8 册，常识课本各 4 册，民校本各 2 册，短
期小学课本各 4 册。［3］这些教科书编完后，送至
各边省学校，连同民间自行编印的读物，一起供

边疆民族地区学生使用。但这些边文教材的编
译质量可能并不高，与其他内地教材在边地的

使用效果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熟悉西康省教

育问题的阳昌伯就著文抱怨说:“内地所编制各
科教科书，每不与边地实情季节相合;而坊间所

出版书籍，缺乏普遍性，大部分不能适应于边

地，故教学发生种种困难，最显著者: ( 一) 教材

不能引起儿童兴味; ( 二) 教材不适合于边疆人

民生活社会实情; ( 三) 教材不能循年度而教授

完备; ( 四) 教材缺乏。”［4］教育部的边疆教育专
家郭莲峰在 1940 年也著文检讨边疆教材问题，
批评这些教材在边地学校的适用性:“上海各书
局编的教科书，拿到西北、西南各省，内容适用
的实在很少……教育部虽然编了几部汉蒙汉藏
汉回合璧小学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也在奉命赶

编边地小学国语教科书，我以为这都是闭门造

车的工作……”［5］教育部后来在 1940 年公布的
文件中承认现行边疆教材和读物太少且不符合

边地实际情况，并提出重新编译一些适合边疆

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教材，以提升边校教学

质量。［6］

但抗战时期，各方面条件都欠缺，边文印刷

设备在抗战初期就已全毁，编译工作也早已停

顿下来，是故教育部只在 1943 年找了一些简陋
的边文印刷设备，匆忙译印了初级小学国语常

识蒙藏回文各一套( 回文本并未出全) 。［7］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重新编译边文教材才被提上
日程。1945 年，国民政府筹设国立边疆文化教
育馆，根据 1946 年 6 月公布的《国立边疆文化
教育馆组织条例》，该馆“主要任务为掌理边疆
文化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事宜，内设研究、编译、
文物三组。”首任馆长由教育部委任边疆教育司
司长凌纯声担任。［8］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甫一
成立，便着手编印边疆初等教育教材，该套教材

以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教科书作为蓝本，

再分区插编乡土内容，译成蒙、藏、维吾尔文。③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 以下
简称《常识课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印出
来的。
《常识课本》共八册，根据该套教材封二提
供的《编辑要旨》，编译该教材的目的是为“普及
藏族教育”。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具体情况，编译
者非常注重在教材内容中加入乡土元素，所以

“除选译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文外，另插
编了乡土教材，”并且编译者在第一册中加入了
藏文字母及拼音练习内容。编译者甚至注意到
了课本内的插图，规定“本书插图关于乡土教材
部分，均以藏族社会为背景，并于学童之服装，

参以改良之形式。”可以看出，编译者是有意要
将该套课本做成汉藏双语的。在教材的应用方
面，编译者提出应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凡学
生愿学藏文者，授以藏文。愿学国文者，授以国
文。愿兼学两种语文者，其一种得酌加时数或
于课外辅导学习之。”［9］

该套教材的编译者主要由受过良好学术训

练的民族学家以及兼通藏汉文化的知识分子构

成，编译委员会主任由凌纯声兼任。凌纯声对
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早

年在巴黎大学学习民族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即

回国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主持参与

了一系列民族调查，［10］由于他对中国民族学的

杰出贡献，有学者将凌纯声称为“中国民族学研
究的开创者之一”。［11］凌纯声作为编译委员会
主任，主要负责教材编译工作大方向的把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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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编译工作由刘家驹、黄奋生、戴学礼、祁子玉、
纳朝玺五位编译者来完成。其中，刘家驹为西
康省巴安县( 今甘孜州巴塘县) 人，藏族，藏文名

为格桑群觉，从小既受过藏文训练，也受过汉文

训练，精通两种语言，长期游走于汉藏两地的政

治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之间，并一直从事藏汉语
文的翻译工作。［12］黄奋生是来自江苏沛县的汉
族，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学学者，曾担任过《蒙
藏旬刊》汉文主编，是《蒙藏新志》的作者，与刘
家驹在内的很多蒙藏知识精英均有良好关系与

合作。［13］纳朝玺是青海省湟中县人，早年在同仁
藏文研究院学习，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讲师，［14］应

该也精通藏汉双语。
教材的编译工作非常紧凑，从 1947 年初开

始，至 1947 年 7 月全部编完，再本着“随译随
校，随校随印”的原则完成后续工作。到 1947
年 10 月，教材前半部就已出版，寄发各边地学
校使用。［15］

二、边文教材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塑造
相对于民国时期内地民众国家意识之日渐

高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多数交通不便，且教育

事业本就不发达，边民的国家意识则较为淡漠。
凌纯声 1938 年曾著文提到西南边疆教育称:
“在过去因西南交通不便，边地教育，本已不甚
发达。且其中有许多非汉民族，多数无教育之
可言。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
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

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
物。”［16］鉴于边民国家意识之薄弱，南京国民政
府在制定边疆教育方针时，就特别重视加强边

疆各族民众的国家观、民族观教育。有学者就
认为，当时的边疆教育已经被南京国民政府提

升到了事关“国族建构、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的
高度”。［17］早在 1931 年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
实施原则》中，国民党中央即已就蒙藏教育制定
了如下目标: “遵循民族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
借助于教育，将边疆各族民众语言思想进行统

一，进而实现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18］随着南
京国民政府加紧中华民族建设，到 1940 年，国
民党中央又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之
“五族共和”替换成“大民族主义”，希望实现
“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
期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6］10教科书是南京

国民政府塑造边疆民族学生国家意识的有力工

具。通过分析《常识课本》的内容，笔者发现主
事者极为重视培养藏族学生国家意识，并分别

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切入。
第一，强化对共同政治的认同。《常识课

本》从第五册开始大量加入有关中国政治的内
容。其中第一部分是宣传政治领袖及其思想，主要
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孙中山在课本中是以国父
的形象展示出来的，“国父”的藏文直译成了
或 ，即国家之父亲。编译者想给藏族

学生造成一种印象，孙中山是包括藏人在内的各族

人民的国父。通过对孙中山功绩( ) 的介绍，

编译者就把国民革命( ) 、三民
主义( ) 、中华民国( ) 、建
国大纲 ( ) 这些术语灌输给了学

生。［19］在第七册，编译者又进一步介绍三民主义
和建国大纲的内容以及国民革命的经过。［20］之
后，编译者还在第八册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孙中

山的革命经历［21］。《常识课本》对孙中山及三
民主义的介绍，看起来是为了贯彻南京国民政

府所确立的按照三民主义实施教育的原则，［6］10

从孙中山这个政治人物入手，进而谈及他的政

治思想是更容易让小学生接受的一种方式。第
二部分则为灌输政治符号，涉及国号、国家地理
等。《常识课本》第五册开始出现这些政治符
号，其中第一个词是“中华”，藏文用的是音译
。由于该词不是藏语原来就有的，为了加深藏
族学生对中华的理解，编译者还用汉藏双语解释该

词的意思，汉语用“我同胞的老家”，藏语用
或 ，即“我们兄弟的故

土”。［19］《常识课本》第六册介绍了首都
( ) 和陪都 ( ) ，并重点对首都

南京的名胜包括莫愁湖、玄武湖、雨花台、中山陵等
进行了介绍，以增进学生对首都的直观认识。为强
调首都和陪都是藏族学生自己的，编译者分别用汉

文和藏文予以强调，汉文用“我们的首都和陪都”，
藏文用 ，即“我们自己
国家的首都和陪都”。值得注意的是，当提到陪都
时，汉文版出现了四个，即重庆、西京、洛阳、北平，
而藏文版则只有三个，省去了北平，［19］可见《常识
课本》虽是双语，但并非完全一一对应翻译，甚至会
有错漏。《常识课本》第七册对国家地理做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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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详细的介绍，包括对中华民国行政区划、重要城
市、重要海港的介绍，［20］48 －60以加强藏族学生对国
家版图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宣扬国家自豪感。
宣扬国家的伟大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巩固政
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常识课本》就很好地展现
了这一点。在论及“中华”( ) ，编译者颂扬
了它的人多、地广、气候适宜、物产丰饶，并给学
生灌输它“有全世界最长久的历史，有全世界最
发达的文化”，藏文部分则进行逐字逐句翻译，

［19］2 － 3
在谈

及中华民国时，也是用了大量溢美之词，“河山
壮丽，湖海汪洋，领袖东亚，泱泱大邦”( 藏文:

) 最后一部

分则是介绍政治制度。《常识课本》第七册对五
院制国民政府的架构进行了说明，［20］71为了增

进学生对政府的认同感，还用拟人方式，将政府

的形象具体化为政府官员、警察、士兵，并以极
为正面的方式进行叙事。比如，《常识课本》第
七册有一篇课文《我们都信任你》( 藏文:

) ，借用在国民政府任职的

叔父之口把国家、人民与政府官员比作汽车、汽
车主人与司机，提出“车子要开到什么地方，我
们要听主人的吩咐，开车的时候，必须小心谨

慎，主人才能信任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尽职，主
人可以随时调换别人来开车。”［20］72 － 75而代表

人民的“大家”则纷纷对代表政府的叔父表示:
“我们都信任你。”
第二，培育统一的民族认同。《常识课本》

汉文版中所说的民族通常是指“中华民族”
( ) ，而整套教材主要想强化的民族观也

是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常识课本》的编
译者有意识地教导藏族学生大家同属一个中华

民族的理念，并且努力使这些学生以身为中华

民族一分子而感到自豪。在《常识课本》第七册
的一篇课文里，编译者借他人之口进行问答:

“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究竟是那( 原文:那，编辑校
正为:哪) 一个民族呢?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 ) ［20］42 － 45

接着又说中华民族的人口世界最多，进而推导出中

华民族的力量伟大，“假使这许多人一齐去筑公路，
照一千五百人每天筑一公里计算，四亿人一天就可

以筑二十六万多公里。国父所计划兴筑的全国公
路一百六十万公里，只要六天就可以完成。诸位
想:这力量够多么伟大啊!”最后，课文不忘提醒藏
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 ) ，

“要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民族”
( ) 。［20］43 － 46

为了论证汉藏同属中华民族以及双方自古以来

就有血缘上的联系，《常识课本》第七册有一篇
课文专门讲了“汉藏的融合”( ) ，

提出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 与文成公主成婚以及

后者把汉文化带入藏地，意味着“汉藏从此发生了
血统的关系和文化的交流”(

) 。［20］9 － 11编译者在谈及汉

藏融合时，藏文词汇的运用方面也是值得一提

的，他们在翻译“汉”时，用的是 ，“内地”则是
，翻译唐朝的“中国”也是 ，而非当时“中
国”的音译 ，这样就把唐朝时期的中国和现
代中国做了区分，不至于在藏文理解上引起误解。
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在《常识课本》的汉文版中，
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被矮化为宗族的，这与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一致。④

但在藏文版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和藏族等宗
族均是被翻译成 ，该词直译过来是“民裔”。所
以，当《常识课本》汉文版中提到“国内各宗族一律
平等”，藏文版中说的却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 ) 。［20］24 － 26教材的

编译者可能是意识到“宗族”一词对各族人民的
矮化含义，利用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民族话

语体系的松动，［22］在藏文版本中予以矫正。
第三，塑造共同的历史认同。《常识课本》

在涉及到历史部分，是将之纳入到整个中国历

史范畴的，按照时间线，以人物为中心，从远古

神话时代一直穿插到近现代。历史部分出现的
第一个人物是黄帝( ) ，编译者先列出黄帝的

几个功绩:“统一部落、建立国家、创建房屋衣裳
农具、发明指南车”，［19］79再讲述黄帝发明指南
针的故事，以加强藏族学生对这位神话历史人

物的认识。《常识课本》关于历史的叙事基本沿
用这一模式，当然也有些历史人物不会单列一

个功绩表出来。按照这一模式，《常识课本》先后
讲述了黄帝、嫘祖、尧、舜、禹、弦高、孔子、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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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张骞、班超、祖逖、唐太宗、弃宗弄赞、文成
公主、岳飞、元太祖、拔都、邓世昌等人物，涉及到了
上古时期、春秋、战国、秦、汉、晋、唐、宋、元、清等时
期与朝代，使得藏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脉络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为了突出这个历史也是藏族学生自
己的历史，编译者非常重视使用我国( )一

词，比如说到大禹治水时说，“我国上古时代”
( ) ［23］。编译者也很懂得在讲
述历史故事时激发藏族学生热爱国家和民族的

感情，比如谈到班超时，以班超之口说出作为文

弱书生的“我”，“一定要替国家做些事情，为民
族争 些 光 荣”(

) 。［20］4 － 8但略显遗憾的是，

《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似乎较少参考传统藏族史
家撰写的历史文献，所以对于传统藏族史家重

点叙述的藏族地方史基本是忽略的。另外，教
材中提到的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

交流交往交融部分相比于丰富的史料来说，还

是略显少，全套《常识课本》只择取了松赞干布
与文成公主通婚，而对于元明清以来多姿多彩

的交流交往交融史则几乎没有涉及。
第四，增进包容性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

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丰富多样、
博大精深。《常识课本》编译者很注意使藏族学
生对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有初步认识。比
如，《常识课本》第八册有一篇课文讲《我国的瓷
器》( ) ，点出了我国在世界上很

著名的物产，包括丝( ) 、茶( ) 和瓷器，并对瓷
器的产生和产地进行了简单的介绍，［21］26 － 29好

让学生有基本印象。编译者很懂得处理藏文化
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将中华文化塑造成包括藏

文化的集合体。《常识课本》第六册有一篇课文
专门介绍了“西藏的文字”( ) ，解释了藏文

的来龙去脉。同时，为了凸显藏文是中华文化
的一 部 分，还 将 之 归 在《我 国 的 文 字》
( ) 栏目中。［23］12 － 15编译者也有意识

地向学生介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比如有一篇

课文叫《西藏人赛马》( ) ，详细谈了藏

族传统的赛马活动。［20］62 － 64编译者对中华文化

与藏文化关系的处理，应该是在贯彻朱家骅、凌
纯声等人提倡的“先认识本族，爱护本族，进而
了解国族，爱护国族”⑤的精神，希望通过让藏族

学生了解本族文化，进而爱护本族文化，同时也

让藏族学生更全面地体认中华文化，进而爱护

中华文化。
三、边文教材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常识课本》每一册

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编译者在教材编写过程

中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是比较符合普

遍的教学规律，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了民族教育

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循序渐进。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

生的接受能力，所以《常识课本》全八册，都是遵
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逐册编译
的。第一册主要讲藏文的拼音字母和拼读法。
第二册到第四册则主要介绍学校生活以及简单

的衣食住行内容。从第五册开始，才逐步添加
稍难理解的政治性内容，并在之后几册加重比

例。编译者这种安排是比较符合学生教学规律
的，低年级学生更容易理解日常可以接触到的

教学内容，而像国家意识这样的抽象内容，放在

高年级进行教学更为合适。
第二，注重乡土元素。在编译边文教材时

要考虑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是当时教育部

奉行的精神，凌纯声就说编写这套边文教材时，

“仍就( 原文:就，编辑校正为:旧) 国定本小学国
常课本，分区插编地方性民族学教材，课文插

图，亦以边地事物为主，使边生易于辨识。”
［15］《常识课本》编译者遵循了教育部这一方针，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套教材中发现大量乡土元

素。比如内地小学课本中虚构型人物角色常用
的汉名换成了藏名，像札喜 ( ) 、达华 ( )
等。又比如《常识课本》第三册有一篇课文《做
酥油》( ) ，专门讲了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离

不开的酥油及其制作过程［24］，这在内地的小学

教材中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注意内外有别。边文教材中有一个

不好处理的地方就是如何定位民族英雄，而《常
识课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民族英雄
问题的范例。编译者遵循的原则就是内外有
别，现代中国历史上内部纷争中涌现的英雄就

不称为民族英雄，只有抵御现代中国的外敌过

程中产生的英雄才被称为民族英雄。《常识课
本》中涉及的两个历史人物———岳飞和邓世昌
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对岳飞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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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编译者称赞了他的个人事迹，包括抵抗金人、
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等，并讲了他大破金人拐子马
的故事，把他塑造成一位英雄人物。文章中，编译
者用敌人 ( ) 来形容金人 ( ) 或金兵

( ) ，但自始至终，编译者也没将岳飞称为

民族英雄。［20］12 －14而在讲述邓世昌的课文中，作为
中日甲午海战我方的主要将领，编译者将他称为

“海上的民族英雄”( )。［21］81 －93

尽管《常识课本》的编译存在诸多值得称道
的地方，但这套教材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套教材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个别翻译还有

瑕疵。《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中虽然有几位精通
汉藏双语，但在一些字词翻译上还是存在瑕疵。
第五册第一篇课文中的“推翻满清政府”，藏文
写的是 藏文翻译过来应该是

“驱除鞑虏”的意思。而“鞑虏”( ) 两个字
的藏文用得也不恰当， 是蒙古之意， 是后代

之意，合起来是“蒙古后代”，跟满清是没有太大
关系的。［19］1 － 3又比如《常识课本》中的 ( 藏
人) 的汉文译法，编译者将其译成了“西藏人”，
但 ( 藏人)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西藏人。再比
如，《常识课本》关于西藏的藏文译法出现了两
个，一个是用 ( 藏地) ，另一个则是汉字的藏文

拼音 ，［20］61 － 64编译者却没有很好地界定两

个藏文“西藏”的区别。另外，这套教材部分内
容存在着叙述不自洽的问题。《常识课本》中，
指称现代中国的通常是汉语音译的 ( 内

地) 一词间或用来指称古代中原王朝国家。但
在论述秦始皇的功绩“统一中国”时，编译者却
用了 而非 ，［23］35 － 35这就容易使藏族学生

造成混乱，秦始皇所统一的到底是中原呢，还是

包括涉藏地区在内的现代中国? 当然，这套教

材出现以上问题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部分翻
译上的瑕疵以及叙述上的不自洽可能跟编译时

间太短有关，这套全八册《常识课本》的整个编
译、出版周期不到一年，编译者难免还是会有各
种疏漏。
四、边疆教育、边文教材与国家认同建设的

调整

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

政府选择性地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遗产，

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更加强调民族同化思想，主

张建立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5］这种狭隘的民
族主义主张也一度影响了边疆教育。抗战期
间，教育部就有官员主张在边疆教育中弱化民

族语文，用注音符号用来表注民族语言，以求加

快实现国语普及，如郭峰莲就说: “现有边地通
行的文字，计蒙文、藏文、回文、爨文、么些文、僰
文等数种，这都是固有的文字，还有外国教士用

拉丁文所创的苗文等多种，回文与僰文通行较

广，蒙文多王公贵族用之，藏文寺庙及西藏政府

用之，其余都是僧侣巫师所用，一般民众均不通

晓。所以过去所编汉、蒙、藏、回文合璧教科书
是否适用，边疆是否应该逐渐推行国语教育，以

达到国语之统一，这是边教的一个重大问题。
所以教育部现正设法扩充注音符号用来注边地

方言，以为统一国语的津梁。”［5］曹树勋也著文
论述利用国文统一边地文字之必要，甚至认为:

“如有适当之教材与熟练之教师，直接教以
国文。”［26］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在国家认同建设上

受到了来自党内外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一直在批评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另一方

面，国民党党内的少数民族精英也在要求改变

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在这种背景
下，国民党调整了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在
1945 年 5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蒋介石没有提及中华民族宗族论，大会宣言

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也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一大

宣言的精神: “民族主义之目的，一曰中国民族
自求解放，一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贯
彻民族主义之目的，本大会特重申第一次代表

大会时，‘于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
一的中华民国’之宣言，必以全力解除边疆各民
族所受日寇劫持之痛苦，亦必以全力扶助边疆

各族经济、文化之发展，尊重其固有之语言、宗
教与习惯，并赋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
权。”［27］在 1946 年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中，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地位再次得到了肯定，出

现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28］这样的表
述。可以说，国民党此时的国家认同建设已经
在朝向多元一体的方向发生变化。
在国民党关于国家认同建设主张发生变化

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高官对边疆教育

抑或民族教育也一再出现更为包容与开放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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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在 1946 年 12 月召开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第
六届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对边疆学校语

文教学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指出社会上一般人

认为中央为了同化边疆民族而规定学生非读国

语不可是一种误解，提出“我们认为国语要学，
各民族语文也可以学。”［29］不久，他还在一个序
文中讨论了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为使民族观
念扩张广大，成为国族意识之重要媒介。国族
意识，必须以民族观念为基础，此与国父所示世

界主义必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其理正同。”［30］在
这里，朱家骅所用的“民族”一词其实是中华民
族宗族论中的“宗族”，而“国族”则是指中华民
族。朱家骅对“民族观念”与“国族意识”的认识
较为积极，认为二者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

故而提出民族教育要坚持两个方针:“一方面必
须尊重边地各族之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

字，风尚习俗，以及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并择其

善者发扬之，择其不善者改进之，使各族之青年

学子，首先了解本族，爱护本族;另一方面，为防

止单纯的民族观念可能发生之流弊，使其放大

眼光，扩张胸襟，体认国族之伟大，进而爱护

国族。”［30］

朱家骅对边疆教育抑或民族教育的开放态

度，对当时教育部的边文教材编译工作起到了

积极作用。如原来主张用国文统一边地文字的
曹树勋此时就撰文提出民族语文与国文应该并

行不悖，在教材编译方面也应考虑双语教育的

需要，他说: “吾人认为边文与国文同为介绍教
材内容之工具，可以并行不悖，故学生愿学国文

用国文课本抑愿学边文用边文课本，悉听其自

由选择，不加限制。至于教材方面，不仅内地标
准，不合边地情形，即蒙与藏，藏与回，回与蒙之

间，亦相互悬殊。故边地教材，理想办法为分区
编著，而后分译各该区边文。分区编著可以乡
土资料为核心，渐次介绍全国一致性之教材，务

使边地学生，先养成纯正的爱乡观念，而后扩充

光大，发为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心。”［7］64时任教育
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也支持编译具有乡土

元素的小学边文教材，同时在具体使用方面尊

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15］并主持了抗战胜利后

边文教材的编译工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次

边文教材编译的质量。
编译边文教材无疑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

继续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得到了当

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众高官的支持，但我

们不应高估其收到的实际效果。尽管《常识课
本》的编译质量相较前两次的边文教材要高，特
别是在适用性方面应是大大提高了。但就涉及
到身份认同的内容来说，汉文版和藏文版仍存

在矛盾，藏文版采用了国民党六大关于民族主

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汉
文版则仍受到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影响，以“宗
族”一词指称国内各民族，这种内容上的矛盾自
然会给学生带来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此外，南
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能力较弱，

以涉藏地区为例，西藏当时由西藏地方的噶厦

政府控制，西康、青海、云南、甘肃等地涉藏地区
均在军阀或当地土司掌控之中，中央政府基本

上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要想推进边疆教育还

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6 年统计，当时国立各边校仅有 61 所，其中
小学 34 所、中学 2 所、专科学校 3 所、职校 8 所、
师范学校 14 所，共计学生 9611 名。［31］教育部虽
想在边疆民族地区普设边校，［32］但限于南京国

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且之后国共内战

爆发，这一目标已是很难完成。边疆民族地区
学校数量有限、生员人数较少的状况，大大影响
了边文教材的印刷和使用情况，汉藏合璧的《常
识课本》前半部只印了两千套供各边地学校使
用。［15］随着两年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该套教
材也停止了使用，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

族社会产生影响。
五、结语
通过研究与分析这套教材的具体内容，我

们可以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边疆教育有一个

更为深入、细致与直观的了解。总的来看，南京
国民政府是在借助边文教材编译全方位、多角
度地对藏族学生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希冀使

他们能够从精神层面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同
时，我们也有其他重要的发现，比如《常识课本》
编译者对乡土元素极为重视，全套教材有大量

地方性民族性内容，以使藏族学生更容易接受

与理解。《常识课本》的编译与使用有助于藏族
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南京国民政府

边疆教育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由
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边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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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未得到真正普及，所以这些教材所起的作

用也比较有限，尤其是这些教材印量较少且使

用时间非常短暂，很难对藏族社会形成大规模

和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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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book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they provide a
link between the state，the intellectual elite，and
the public． To mobilize society and create a coher-
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the government can use
education to spread national ideology through text-
books． Therefore，bilingual textbooks can be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better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border ar-
eas． In 1930，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egan planning for the compilation of bilingual
textbooks． Several large-scal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of bilingual school tex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during，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bilingual books were printed in small quantities，
and most of them have got scattered or lost． Only
one set named General Knowledge in Chinese and
Tibeta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 Eight Vol-
umes)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eneral Knowl-
edge) ，published in 1947，has been considered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well preserved． These text-
books were compiled by ethnologists with good aca-
demic training and intellectuals familiar with Tibet-
an and Han culture．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
six months and subsequently distributed to schools
across various border areas．

In assembling the set，the compilers appear to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ibetan students． As for con-
tent development， compilers guided Tibetan
students toward establishing and nurturing a politi-
cal，national，historical，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modern China．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
was undertaken by considering Tibetan students'
teachability and learnability，therefore，the princi-
ple of compiling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easy
to difficult was followed． Additionally，the antholo-
gists incorporated many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is
set of textbooks to reflect the local character of the
Tibetan areas． The compilers also understood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tinctions． For
example，they did not refer to heroes who emerged
from internal strife in Chinese history as national
heroes，but only those who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fending modern China from foreign en-
emies． Despite the compilation of General Knowl-
edge containing many commendable features，there
are arguably several shortcomings，including the
inaccuracy of some Tibetan-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the incoherence of some narratives．

Anthologizing border school texts was un-
doubtedly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the Kuomintang
to continu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hich was supported by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Min-
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
ment at that time． Data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most likely can help Ti-
betan stu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unconsciously． How-
ever，its impact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Ｒe-
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is identification，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Furthermore， records tell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limited control
over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refore，promo-
ting education in these areas was quite challeng-
ing． The limited number of schools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ffected
the printing and use of bilingual textbooks，resul-
ting in the printing of only 2，000 sets of the first
half of General Knowledge for use in school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Kuomintang's defeat in the civil war two years lat-
er，the set also ceased to be used，and Tibetan so-
ciety did not benefit from it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ed manner．

Key Words: bilingual textbooks for ethnic mi-
norities; the Tibetans;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
al consciousness; identity


